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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浪潮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为占领全球创新竞争

制高点的关键突破口,推进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成为世界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任务。
从已有文献看,尽管近 20 年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相关研究显著增加并达成诸多共

识,但矛盾分歧仍然广泛存在,具体体现在 3 个维度:(1)筛选少数还是面向全体的培养

对象论争,前者强调精英式教育,遵循基于天赋主导的拔尖筛选逻辑,后者强调大众式教

育,遵循基于后天塑造的充分发展逻辑;(2)特殊支持还是自然涌现的培养过程论争,前

者基于特殊支持的自外而内的培养逻辑,后者基于自主成长的自内而外的培养逻辑;(3)
专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的培养方式论争,前者侧重深度挖掘的专业能力提升,后者侧重基

础拓展的自由全面发展。 究其原因,围绕“何为拔尖”“如何创新”等核心命题的差异化认

知造成了不同教育观、人才观、成长观和系统观在具体学术语境中的多维碰撞。 促进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跳出局部化认知陷阱,将传统上被视为矛盾的教育要素转化为协同共

生的动力系统:健全分类支持体系,尊重不同类型创新人才成长的差异性诉求;优化过程

管控机制,在整体规划与宽松自由之间寻找动态平衡;促进多元融合共生,在广度和深度

的螺旋互动中实现充分发展。
关键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对象;培养过程;培养方式;差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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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在全球知识经济与科技革命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拔尖创新人才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战

略资源。 面对日益复杂的问题世界和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世界各国纷纷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置于

教育改革的核心位置,积极探索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模式与体系。 从全球看,美国先后颁布《美国创

新与竞争法案(2021 年)》《STEM 教育战略(2023 年)》等,致力于打造以“全链条”连续性和开放包

容性为核心竞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欧盟先后颁布《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 年)》
《欧洲新创新议程(2022 年)》等,着力维护欧盟在全球化创新人才竞争中的领先地位。 从国内看,改
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出台“珠峰计划” “六拔尖一卓越计划” “强基计划”等系列支持政策,《教育强

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更是明确指出,要在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新模式,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由此可见,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已经成为教育改革创

新的全球共识,受到了空前的关注。
   

但从实践看,不同国家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上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 在美国,仅就本

科荣誉教育而言,就存在“全员学术精英教育”“高年级专业荣誉项目” “四年制综合荣誉项目”和“本

硕学位连读项目”等不同培养模式[1] ;在我国,“少年班”“基地班”“奥数班”“荣誉班”“实验班”等各

类模式长期存在[2] ,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内涵理解差异很大,涵盖英才、天才甚至奇才、偏才、怪才等

不同层面[3] 。 正是由于实践的诸多分歧和争议,学术界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才形成种种不同观点和争

鸣。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涉及全人发展、全教育链条、全社会因素、全口径研究的复杂问题[4] 。 从深

层次看,尽管在“何为拔尖创新人才”“如何选拔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等核心议题上存在广泛争鸣,
但这些争鸣恰恰反映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复杂性与多维性。 鉴于此,本文试图从“论争对象—论

争过程—论争方式”三维视角阐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这种复杂性和多维性,以期理顺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研究过程中的种种争议,为理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践提供整体性视角。

二、筛选少数还是面向全体: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对象论争
   

围绕“谁能够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学术界长期存在“天赋主导论”与“人人成才论”两种不同观

点的论争。 前者主张拔尖创新人才的核心属性在于个体的先天天赋,侧重智力方面的筛选;后者认为

拔尖创新人才的核心属性在于后天成长过程的塑造,侧重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整体来看,这一论争不

仅涉及教育公平与效率的权衡,还关涉人才培养模式的设计与资源分配策略。
   

(一)筛选少数:基于天赋主导的拔尖筛选逻辑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高资源投入,而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其必须通过选拔机制精准筛选

“好苗子”。 尤其是在科技竞争白热化背景下,聚焦少数精英往往可以快速培养关键领域的高端人

才。 因此,筛选少数理论者认为,从全体学生中筛选少数精英个体进行培养,是最原始、最直接且在普

遍认知中最有效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法。 从历史演变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筛选标准并非一成

不变,而是经历了由重视智商到注重特殊潜能的转变过程。
   

首先,人的智商存在差异,并非人人都能成为拔尖创新人才。 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诸多研究表

明,个体在认知能力、创造力、情绪智力等方面存在先天差异,这构成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天赋论”
的重要理论基础。 早在 1896 年,英国学者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遗传的天才》中首次提出智力遗

传的观点,认为智力是先天遗传的特质,天才是遗传和自然选择的结果[5]3。 1905 年,法国学者比奈

(Alfred
 

Binet)和西蒙(Theodore
 

Simon)编制了“比纳-西蒙智力量表”,用于测量儿童的智力水平,为
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筛选提供了重要依据。 到 1916 年,美国学者特曼(Terman)等将比纳-西蒙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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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美国并进行本土化修订,继而设计出“斯坦福-比纳智力量表”,认为智力测验中处于前 1% 的个

体为超常儿童[5]6。 从历史演进看,个体天赋主要通过智商来体现,选拔智商突出者进行培养是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的最初特点与写照。
   

其次,具有特殊潜能者更有可能成为拔尖创新人才。 与智商不同,特殊潜能被认为是一种更具广

泛意义的天赋。 这种特殊潜能具有三方面特征:(1)领域特异性,即潜能通常集中在某一特定领域;
(2)非线性成长,即跳过常规学习阶段直接进入高阶思维发展阶段;(3)内在驱动力,即对特定领域有

强烈兴趣和持久热情。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随着学界对拔尖创新人才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开始质

疑以高智商作为唯一标准对人才进行界定的观点。 他们认为智力测验只能测出一般能力突出的个

体,无法涵盖在特殊领域具有天赋和潜能的人才,导致大批拥有特殊天赋的人才被遗漏。 正如惠迪

(Paul
 

Witty)所言,拔尖创新人才不仅包括智力和学术领域的佼佼者,还应涵盖在数学、写作、艺术和

领导力等特定领域具有卓越潜能的个体[6] 。 至此,智力不再是筛选人才的唯一标准,特殊潜能测验

逐渐被纳入拔尖创新人才的识别与选拔体系。 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特殊潜能者往往在

特定领域展现出超越常人的天赋或能力,若得到适当培养和支持,则更有可能成为拔尖创新人才。
   

最后,筛选高智商和具有特殊潜能者,并对其开展针对性的精英化教育。 已有观点认为,在现行

教育制度框架下,常规人才培养带有显著的大众化倾向,深受标准化的效率机制影响。 然而,对天才、
奇才、偏才、怪才的培养往往需要跳出标准化的框架局限,建立系统的“科学识别—适配培养—价值

实现”个性化教育生态链。 事实上,在统一的标准化培养环境中,少数具有卓越潜能的创造性个体可

能会被扼杀在摇篮中。 筛选少数理论的核心在于通过特定机制识别并重点培养具有卓越潜力的个

体,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社会关键领域的突破。 然而,现有测试的信效度较低,无法准确判断个

体的创新能力,也无法预测其未来成就[7] 。 因此,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而言,一方面要通过精细化方式

筛选出具有高智商和特殊潜能者,并将有限的教育资源投向这些高智商和特殊潜能者;另一方面,要开

展具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育,突破工业化时代批量生产的教育范式,以学习者为中心重构教育生态。
   

(二)面向全体:基于后天塑造的充分发展逻辑
   

拔尖创新人才的涌现具有不确定性,学业表现优秀者未必能转化为工作世界的绩优者,因此需为

全体学生提供多样化发展空间[8] 。 面向全体主张者认为,过早筛选可能加剧教育资源分配失衡,忽
视创新潜能的多样性,埋没大器晚成型人才。 因此,这一主张的核心在于为所有学生提供创新成长的

空间,强调拔尖创新人才的后天养成。
   

首先,人人都具备创新创造潜能,都有成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可能。 拔尖不是“掐尖” [9] ,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应当打破“创新=天才专属”的认知枷锁。 从理论演变看,20 世纪 80 年代,霍华德·加德纳

(Howard
 

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论指出,个体智力并非单一的、通用的能力,而是多种不同智能的组

合[10] 。 该理论突破了传统以智商衡量智力的单一标准,强调个体在不同领域的天赋差异。 21 世纪

初,考夫曼( James
 

Kaufman)等提出“创造力 4C 模型” [11] ,认为人人都有创造力,只是其表现形式和维

度存在差异。 这些理论为人人都有创造潜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应面向全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因此,相关研究认为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天赋、才能或待开发的潜能,这些潜能表现为多样化的学习

需求,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应更多关注学生的差异化需求[12] ,而非仅聚焦于少数“天才”和精英[13] 。
   

其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后天塑造,应当结合差异性为每个人提供成长机会。 关于人

的成长成才规律,学界围绕天赋主导还是后天养成展开诸多探索和争论。 从成长成才规律看,21 世

纪初,哈佛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的“三螺旋论”认为,任何生物的发育都

是基因、生物体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个体的成长发展亦是如此。 该理论强调后天环境在个体发展

中的关键作用,认为尽管天生的智能倾向、性格和内在动力是人发展的基础,但这些因素都受到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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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显著影响。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必须充分考虑环境因素,通过均衡教育资源配置、改善成长环境

来促进个体潜能的充分挖掘。 尽管无法预知具体哪些人会成为拔尖创新人才,但可以明确什么样的

环境更有利于创新人才的成长[14] 。 因此,有研究者强调,即使个体具备良好的遗传素质,若缺乏适合

的后天干预与教育,其拔尖创新人才的潜能也无法得到充分开发[15] 。
   

最后,通过全员赋能,扩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覆盖面。 在“人人都能成才”的假设前提下,面向

全体主张者认为扩大创新教育的培养基数是拔尖创新人才批量涌现的必然要求。 故而,为保证拔尖

创新人才的数量,相关主体应为全体学生提供良好的创新创造环境和成长成才机会以使更多的人脱

颖而出。 事实上,如果大众整体水平不高,从中产生的少数人才也难以达到高水平。 换言之,只有在

高素质的“高原”上,才能孕育出真正的“高峰” [16] 。 从人才培养成功概率的角度看,充分发挥人口基

数大的优势,为足够多的学生提供有利的环境和机会,是实现小部分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重要前

提[14] 。 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看,一个社会及其经济的发展并非仅靠少数拔尖创新人才就能完成,拔
尖创新人才的成功需要在大量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实现[17] 。 通过全员赋能实现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的全面覆盖,需要突破传统精英化培养范式,构建“全域渗透—精准适配—生态协同”的新型体系。

三、特殊支持还是自然涌现: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过程论争
   

从过程视角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教育资源如何配置,基于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会
呈现不同的培养过程。 从已有研究看,学术界的论争主要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特殊支持还是自

然涌现展开。 前者强调自然禀赋差异,认为少数人具有特殊潜质,需通过专项支持提供特殊学习路

径;后者认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具有不确定性,需通过宽松环境、多样化课程和个性化教育来激发潜

能,过度规划可能抑制自主性。
   

(一)基于特殊支持的自外而内培养逻辑
   

注重自外而内的教育干预是基于特殊支持的自外而内式人才培养的显著特征,其核心是通过早

期识别和选拔具有特殊天赋的个体,并为其提供特殊化的培养资源与路径。 这种培养过程假定拔尖

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发展主要受个人天赋的影响,认为有必要通过特殊渠道尽早识别和培养天赋异禀

的个体。
   

一方面,通过外力重塑人才成长过程,促进个体成长的精准规划与设计。 自外而内培养逻辑颠覆

传统教育的内源驱动假设,主张通过系统性外部干预激活个体潜在的创新基因,核心在于用结构化支

持网络补偿原生环境缺陷,促进个体内部能力的非线性跃迁。 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培养模式以多种形

式和形态广泛存在。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才教育中心被认为是典型的甄别和培养早慧学生的

机构,也是被广泛效仿的英才教育标杆[18] 。 我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创办的“科大少年班”等[19] ,都是

这种特殊化培养模式的典型代表。 这些改革的共同特征是通过特殊标准选拔出得分高、资质优异的

学生,并为其提供精心设计的课程和教学资源。 整体来看,这些政策和实践体现出典型的规划与设计

特征,体现了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对拔尖创新人才的特殊需求。
   

另一方面,集中优质资源,有重点地针对特殊类型、层次和领域人才进行培养。 在资源约束条件

下,基于国家战略与产业变革需求,通过分层分类、靶向聚焦、动态调优的精准培养机制,有助于实现

特殊人才群体的能力跃迁。 基于特殊支持的培养过程在集中资源、快速培养领军人才以及满足国家

战略需求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这种模式通过个性化培养方案和高水平师资支持,能够高效地培养出

一批在各行业具有创新性和引领性的领军人才。 例如,“强基计划”通过对所选拔学生的因材施教,
培养了大量基础学科领域的顶尖人才。 这种方式能够围绕国家的战略需求,有针对性地培养特定领

域的专业人才,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强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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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自然涌现的自内而外培养逻辑
   

斯坦利(Kenneth
 

Stanley)等在《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目标的迷思》中指出:“目标,有时也许可

以为我们提供生活的意义或方向,但同样会限制我们的自由,成为禁锢我们探索欲望的紧身衣。” [20]

事实上,创新人才的自然涌现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复杂适应系统演化的必然结果。 基于自然涌现的自

然教育注重由内而外的教育自由,尊重个体发展规律。
   

首先,避免外部过度干预,坚持自然主义教育理念。 从历史演进看,自然涌现式创新人才培养的

思想渊源可追溯至西方教育发展史上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源于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 早在柏拉图

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等经典著作中,就已出现关于顺应自然、尊重个体

发展的教育思想雏形。 首次真正提出自然教育概念并进行论述的是夸美纽斯,而对自然主义教育思

想进行继承和发展且产生划时代意义的则是卢梭。 从柏拉图到卢梭,“遵循自然、尊重规律”是其共

同的思想内核,都强调尊重个体的自然发展规律,主张为个体的自由成长提供必要的空间和条件。 换

言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注重科学性与系统性,不能揠苗助长、本末倒置。 事实上,自然主义教育理

念不仅为现代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启发。
   

其次,厚植创新文化土壤,提供个体自主成长空间。 研究表明,过早地为学生设定发展路径,可能

会导致其发展的过早模式化,从而限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21] 。 因此,主张自然涌现者认为,培养过程

要释放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自主性。 然而,传统学校教育制度以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为特征,其固

化的课程、标准化的考试和学业成就评价制度,往往禁锢了个体的自主性发展。 事实上,早在春秋战

国时期,孔子就提出因材施教理念,主张结合不同个体特征进行个性化教育。 从深层次看,特殊支持

易受规划思维的影响,带来培养过程的整体划一,继而制约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 既有心智结构的定

型与固化可能是构成个体观念陈旧、思维僵化与视野狭隘的内因,会阻碍个体创造潜质的发挥[22] 。
   

最后,提供公平竞争的发展机会,让拔尖创新人才在良性生态中脱颖而出。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关键不在于设计完美的培养方案,而在于构建具有持续张力的创新场域。 筛选少数可能会对教育公

平造成挑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面向少数人的模式与教育公平原则存在根本性冲突。 研究认为,拔尖

创新人才是在广泛的创新性教育中,凭借自身的智能、兴趣和信念,自然而然脱颖而出的[23] 。 促进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要遵循个体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科学的制度保障学生的自由探索,遵从其自然的兴

趣、爱好和天资。 精英取向的人才培养模式违背了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加剧了教育不平等,存在制

度合法化和资源依赖问题[24] 。 优质教育资源向少数拔尖学生倾斜,导致普通学生的发展机会减

少[25] 。 因此,要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厚植充满自由创新的文化氛围,促使拔尖创新人才持续不断

地自然涌现。

四、专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方式论争
   

知识深度与广度的平衡如何适配不同领域需求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回应的关键议题。 从已

有研究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方式长期存在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之争。 前者主张拔尖创新人才需

在特定领域建立系统性知识框架和精湛技能,强调特定领域的持续投入对创新突破的必要性;后者批

评过度专业化易造成“隧道视野”,抑制跨界创新能力,强调跨学科知识整合与综合素养奠基。
   

(一)专业教育:侧重深度挖掘的专业能力提升
   

专业教育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以专门化的系统知识与技能培训为核心的教育模式,旨在为学生从

事需经专门训练的职业做准备[26] 。 其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古希腊的“智者”和毕达哥拉斯学

派[27] ,古罗马时期新设的法律学校以及欧洲中世纪的文、法、神、医 4 个学院均为专业教育的早期形态。
   

一方面,根植于社会分工和知识专业化,强调深度挖掘。 专业教育以培养特定领域的专精人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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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目标,其理论主张根植于社会分工需求、知识专业化趋势以及人力资本理论。 它强调系统性知识

传授、技能精进与实践能力培养,旨在通过高度结构化的教育体系满足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不同

阶段的泛化学习可能稀释学科深度,导致人才成长衔接的断裂,专业教育凭借其深度与系统性在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专业教育能够为学生提供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体系,使学生

在某一领域形成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精湛的专业技能,从而具备解决复杂专业问题的能力。 博耶(Ear-
nest

 

Boyer)认为,早期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专业性特征[28] 。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专业教育

的课程与内容不断增加和扩充,19 世纪后期已成为文明国家教育进步的主要特征之一[29] 。
   

另一方面,聚焦专业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系统化支持,突破常规框架束缚。 在全球化知识生产格

局重构与技术竞争范式转换背景下,特定专业领域人才培养制度设计需突破传统的人才培养框架。
结合专业领域创新人才培养的差异化诉求,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具有个

性化响应能力的“专业人才培养特区”是全球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改革方向。 个人只有通过最

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杰出的成就[30] 。 专业教育能够为学生提供与专业

领域前沿接轨的机会,使其接触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行业动态,激发其创新思维和探索精神。 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应当致力于深度挖掘和培养个体在某一领域的专业能力,但在不同的专业领域,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具有不同的成长规律,在推进专业教育过程中需要突破常规框架,提供更加多元的个性化支持。
   

(二)通识教育:侧重基础拓展的自由全面发展
   

通识教育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的自由教育理念。 自由教育强调教育的广泛性与通用性,旨在

培养个体的理性思维与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 通识教育是对工业革命以来高等教育专业化趋势的一

种反思与回应,于 19 世纪在英美逐渐传播开来并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流派。 对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而言,学界普遍认为通识教育是与专业教育并行的重要路径,其核心在于拓展学生的基础知识,促
进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方面,关注复杂问题解决的综合素养培育,强调“广度拓展”。 通识教育的核心特征不仅体现

在对个体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重塑上,更体现在知识结构和边界的范围广度延伸上。 拔尖创新人才

不仅需要在单一学科领域取得卓越成就,更应具备宽厚的知识基础、扎实的人文素养和强烈的创新意

识。 在通识教育主张者看来,专业教育带有较强的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色彩,往往将人视为工具而非

关注人本身的发展[31] 。 从培养目标看,专业教育侧重培养某单一领域的人才,容易造成个体的片面

发展,培养出的专业人才往往后劲不足、创新力不强[32] 。 因此,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具有广泛知识基

础、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人才,具有专业教育不具备的独特优势。
   

另一方面,推动跨学科协同育人的培育方式整合,助力个体全面发展。 通识教育的本质是“破

界”与“重构”的艺术,核心在于打破传统学科界限,激发学生的主体能动与创新潜能。 通识教育主张

者认为,要通过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等,培养学生从多视角理解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

力[33] 。 事实上,受通识教育理念的影响,国内围绕通识教育的相关改革如火如荼,如书院制改革、荣
誉学院建设等。 但也有学者对我国的通识教育改革进行了深刻反思———表面看高校非常重视通识教

育,但实际却“名扬实抑” [34] 。 从已有研究的共识看,拓展学生的知识广度、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以
助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被认为是通识教育的核心目标,也是通识教育改革需要坚守的核心理念。

五、基于“三维论争”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逻辑理路
   

围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对象、过程与方式,尽管国内外学界始终存在诸多论争,但也正是在这

些持续的论争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理念与实践才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 不同类型的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具有不同的先天禀赋和后天成长环境,需要选择不同的教育方式[35] 。 从已有研究看,这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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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 在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过程中,这些论争往往不是非此即彼的二

元对立,而是同时存在且相互补充的。
   

(一)论争何以产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局部化认知与差异性逻辑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学术论争源于对“何为拔尖” “如何创新”等核心命题的差异化认知。 这些

认知分歧本质上是不同教育观、人才观、成长观和系统观在具体学术语境中的碰撞,其背后逻辑表征

为认知冲突的维度分解和逻辑分野的范式对立。
   

1.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局部化认知陷阱
   

全面充分理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复杂性、系统性和多维性,尊重人才成长的差异化发展逻辑是

推动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前提。 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人们对这种复杂性、系统性和多维性的认知总是

存在局限性。 在实践过程中,鉴于资源的有限性,各级各类学校往往倾向选择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最

大化的某种培养模式,而这容易造成局部性认知的“囚徒困境”。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拔尖创新人才

并非某种单一的人才类型,而是多种人才类型的集合体,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充分认识这种基

于多元的差异性。 论争产生的本质是系统思维缺失与创新生态误判的双重困境,最终导致标准化培

养与个性化成长的结构性冲突。 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这种局部化认知陷阱普遍存在[36] ,表
现为对创新规律的简单化归因,将“选拔—培养—发展”视为线性流程,以及对人才培养生态的割裂

式干预等。 这种认知偏差导致培养策略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困境,亟须通过系统性思

维破解。
   

2. 从局部化到差异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逻辑理路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本质是在复杂适应系统中催化人类认知潜能的差异化涌现。 从局部化到差

异性的逻辑跃迁,本质上是将“人”重新置于创新系统的中心,核心在于通过构建差异化的育人生态,
将个体的独特性转化为系统创新的动力源。 因此,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差异性认知不应被视为需要

消除的“问题”,而应转化为驱动系统进化的创新张力。 其最终目标不是塑造全能超人,而是帮助每

个人在有限的生命中无限接近自我定义的“卓越”,从而打破固有认知与环境限制,释放个体多维度

的可能性。 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以“人本化、系统化、动态化”为核心,既遵循教育规律又回应

国家战略需求。 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打破传统教育壁垒,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创新生态,激发个体

差异化发展的最大可能,最终实现“人才—科技—社会”的良性循环。 从个体成长的阶段性特征看,
拔尖创新人才在不同成长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发展需求和能力特点,传统静态单一的人才识别与选拔

方式难以满足人才筛选的实际需求。 因此,应充分考虑阶段性差异的特点,通过持续性、追踪性成长

档案袋式评价,以动态方式进行精准人才识别与选拔。
   

(二)何以回应论争:促进整合性创新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路径选择
   

整合性创新的本质是超越二元对立,将传统上被视为矛盾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素转化为协同

共生的动力系统。 这种超越并非简单的折中调和,而是通过重构底层逻辑,在动态平衡中激发新的可

能性。 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而言,需要超越对象、过程和方式的分歧,寻求实现协同整合的创新路径。
   

1. 健全分类支持体系:尊重不同类型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差异性诉求
   

健全分类支持体系的核心在于尊重人才成长的非线性与多样性,避免“一刀切”培养模式,为不

同类型、不同阶段的拔尖创新人才提供适配其发展需求的成长通道。 事实上,每个学生在不同的智能

领域都有独特的创新创造潜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应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个体实施

差异化培养策略。 具体而言,可以按照学科类别、创新领域和成长阶段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三维

分类支持体系(如图 1)。 (1)按照不同学科类别进行分类支持,具体包括自然科学类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社会科学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人文学科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2)按照不同创新领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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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支持,具体包括科学研究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专业技术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创业实践类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等;(3)按照不同成长阶段进行分类支持,具体包括初等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中等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等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

图 1　 拔尖创新人才的三维分类支持体系

   

2. 优化过程管控机制:在整体规划与宽松自由之间寻找动态平衡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系统[37] ,既需要顶层设计维持稳定性,又需激发自组织空间的创

新力。 整体规划与宽松自由看似充满矛盾,实则构成拔尖创新人才成长不可或缺的两大核心支撑。
过度强调规划可能压制创造力,完全放任自由可能导致资源浪费与潜力埋没。 真正的平衡需基于动

态适配原则,即根据学生发展阶段、领域特性和社会需求灵活调整二者的权重。 结构化培养有利于知

识积累与习惯养成,自由探索有助于突破思维定式、提升想象力和创造力。 从培养过程看,基础教育

阶段要更注重夯实基础和创新思维启蒙,通过提供稳固结构帮助学生建立认知与伦理根基,如可以为

个体提供兴趣社团、项目式学习、跨学科课程等多元化选择;高等教育阶段强调自主探索,打破传统学

科专业壁垒,允许学生自定学习节奏,让个体在知识旷野中自主开拓创新发展路径。
   

3. 促进多元融合共生:在广度和深度的螺旋互动中实现创新发展
   

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创新整合,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突破口。 没有一门课程仅帮助学

生陶冶情操,而另外一门课程仅负责专门知识,二者无法完全割裂开来[38] 。 这种整合并非简单的课

程叠加,而是通过重构教育逻辑、打破学科壁垒,构建既能深耕专业领域又能应对复杂挑战的“T 型人

才”培养模式。 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语境中,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争论本质是知识结构的范式选

择。 事实上,专业教育强化的聚焦思维与通识教育激发的发散思维具有互补性。 未来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需要超越简单的知识叠加,进入“专业通识化,通识专业化”的融合创新阶段[39] 。 一方面,要超越

单一的专业技能考核,通过模块化课程设计构建“通识+专业+实践”的三维课程体系,将公共课程、专
业必修课程与实践选修课程相结合[40] ;另一方面,以真实问题为切入点,深化双向渗透与交叉融合,
引入多元参与的过程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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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competition
 

for
 

top-tier
 

innovative
 

talents
 

has
 

become
 

a
 

key
 

breakthrough
 

to
 

occupy
 

the
 

commanding
 

heights
 

of
 

global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nd
 

promoting
 

the
 

independent
 

cultivation
 

of
 

top-tier
 

innovative
 

talents
 

has
 

become
 

the
 

core
 

task
 

and
 

urgent
 

demand
 

of
 

education
 

reform
 

all
 

over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lthough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top-tier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many
 

consensuses
 

have
 

been
 

reached,
 

contradictions
 

and
 

differences
 

still
 

exist
 

widely,
 

which
 

are
 

specifically
 

reflected
 

in
 

three
 

dimensions:
 

first,
 

the
 

dispute
 

over
 

the
 

training
 

object
 

of
 

“ screening
 

the
 

minority”
 

or
 

“ facing
 

the
 

whole” .
 

The
 

former
 

emphasizes
 

elite
 

education
 

and
 

follows
 

the
 

top-tier
 

screening
 

logic
 

based
 

on
 

talent,
 

while
 

the
 

latter
 

emphasizes
 

mass
 

education
 

and
 

follows
 

the
 

logic
 

of
 

full
 

development
 

based
 

on
 

nurture;
 

the
 

second
 

is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of
 

“ special
 

support”
 

or
 

“natural
 

emergence” .
 

The
 

former
 

is
 

based
 

on
 

the
 

“ from
 

outside
 

to
 

inside”
 

cultivation
 

logic
 

of
 

special
 

support,
 

while
 

the
 

latter
 

is
 

based
 

on
 

the
 

“ from
 

inside
 

to
 

outside”
 

cultivation
 

logic
 

of
 

independent
 

growth;
 

the
 

third
 

is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training
 

mode
 

of
 

“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r
 

“ general
 

education” .
 

The
 

former
 

focuses
 

on
 

the
 

promotion
 

of
 

professional
 

ability
 

through
 

in-depth
 

excavation,
 

while
 

the
 

latter
 

focuses
 

on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basic
 

expansion.
 

The
 

reason
 

is
 

that
 

the
 

differentiated
 

cognition
 

around
 

the
 

core
 

propositions
 

of
 

“ what
 

is
 

top-tier”
 

and
 

“ how
 

to
 

innovate”
 

has
 

resulted
 

in
 

the
 

multidimensional
 

collision
 

of
 

different
 

views
 

on
 

education,
 

talent,
 

growth
 

and
 

system
 

in
 

the
 

specific
 

academic
 

context.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top-tier
 

innovative
 

talents,
 

we
 

need
 

to
 

jump
 

out
 

of
 

the
 

cognitive
 

trap
 

of
 

“ localization”,
 

and
 

transform
 

the
 

educational
 

elements
 

traditionally
 

regarded
 

as
 

contradictions
 

into
 

a
 

collaborative
 

symbiotic
 

dynamic
 

system:
 

improve
 

the
 

classification
 

support
 

system
 

and
 

respect
 

the
 

different
 

demand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novative
 

talents’
 

growth;
 

optimize
 

the
 

process
 

control
 

mechanism
 

and
 

find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overall
 

planning
 

and
 

freedom;
 

promote
 

multiple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and
 

achieve
 

full
 

development
 

in
 

the
 

spiral
 

interaction
 

of
 

“breadth”
 

and
 

“depth” .
Key

 

words: Top-tier
 

innovative
 

talents;
 

training
 

object;
 

cultivation
 

process;
 

training
 

mode;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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